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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内在冲突

张　星　久

　　

儒家思想的现实精神与乌托邦性格 , 使之与君主专制既结合又存在着深刻的紧

张、 摩擦与冲突 , 从而造成了对专制君主的某种内在的制约调节机制。

有关儒家思想与君权的复杂关系 ,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内在冲突与摩擦问题 ,目前已有不少论著从侧面触

及 , 但从正面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尚不多见 ; 并且就方法而言 , 已有的研究也多是从思想史的角度 ,

从儒家思想的原典本身来说明它与君权的关系 ,而对于从政治制度的角度 ,从中国君主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

去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 则注意不够。本文拟从 “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家” 和 “作为实际政治过程中的儒家”两

个观察角度入手 ,对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潜在冲突及其在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中的实际表现 ,进

行一些尝试性分析。

“出世” 与 “入世”: 儒家思想的二重性

提起儒家思想 , 首先使人想到它的 “入世” 性格。儒家自身也认为 , 它所揭示的 “道” 本不是什么刻意

的发明臆造 , 而是客观存在的人之常情 , 譬如在家讲亲亲之情 , 在外忠敬君上 , 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儒家

学者常说 “道不远人”、 圣人之道虽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① , 都是要说明儒家思想是反映、 揭示小民百姓

的日常生活的。故从儒家的立场来看 , 它首先是一套具有平常性、 大众性的道理 , 用当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

的话就是 “常道” 性格 , 即: 儒家所揭示的道理一方面是 “恒常不变” 的 , 一方面就象 “家常便饭” 一样 ,

“是普遍于全人类的”②。既然它是人们不能须臾可离的 “常道” , 自然也就有其实践上的可行性 , 用儒家的话

说就是 “求仁得仁” ; 同时 , 它既然认定 “道” 内在地贯串于社会生活、 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 人生的问题只有

人自身才能得到解决 , 因而又必然强调要从每个人的内心修养开始去实践儒 “道” , 去安排社会、 国家秩序 ,

这就是所谓修、 齐、 治、 平、 “反求诸己”、 “不由外铄”。

正如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徐复观也承认的那样 , 儒家思想 “不是以打倒现实去改造现实 , 而是

钻入到现实之中 , 采用脱胎换骨的方法去改造现实” , 这种思想性格确实存在着 “易被腐朽的东西所假借利

用” 的问题③。 儒家坚信自己的 “道” 具有可践履性 , 并且执著地要在 “此世”、 在人的内心寻求实践之道 ,

这种肯定现实、 注重实践的精神 , 这种实践 (行道 )方式上的内在性 ,使之不可能根本逸出现实政治格局 ,走

宗教的出世之路 , 也不能采用破坏现实政治格局而创造新制度的方法 , 而只能是循着一条 “体制内” 的路线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是它与现实政治权威结合 、 拥抱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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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在儒家 “入世” 的另一面 , 它确实又具有某种超越现实的、 理想主义的和空想乌托邦的成分。

从整个思想体系看 ,儒家自以为完成了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终极解释 ,找到了对社会问题的彻底解

救之道和对世界秩序的最佳安排。如 《中庸》上说 , “君子之道 , 本诸身 , 征诸庶民 , 建诸天地而不悖 , 质诸

鬼神而无疑 ,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 用宋儒的话说就是 , “圣人之意具载于经 , 而天地万物之理具管于是

矣”④。 显然 , 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超时空的、 终极的真理 , 它只能是波普尔所说的 “乌托邦工程”。

儒家的理想人格、 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或载体。 他们被认为是像尧、 舜一样的

“万善具备” 的完人 , 而孔子甚至被认为是 “其功反有贤于尧、 舜者” , 因而一直被捧到 “万世师表” 的最高

楷模地位。所谓的 “三代盛世” 便是实现了儒家理想的时代: 那里父慈子孝、 君敬臣忠、 兄弟友爱 , 没有罪

恶与冲突 , 充满和谐与幸福 , 是一种 “天下归仁”、 “天下为公” 的人类黄金时期。后来的人们要想成就所谓

“圣王事业” , 实现这种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 , 其途径也是不假外求 , 全凭个人的内心体悟、 反省的修养功夫。

这些方面都说明 , 儒家在入世的同时 , 却又自命为绝对真理 , 处处从绝对理想的标准去设计人和社会 ,

其绝对正确的自我肯定性格、 绝对完美的目标取向以及完全诉诸内心修养和心灵体验的实践方式 ,使之不能

不具有浓厚的超现实的 “出世” 性格和空想的宗教乌托邦精神 , 并因而被称为 “儒教”。值得注意的是 , 牟宗

三在肯定儒家思想的绝对永恒价值的同时 , 也看到儒家的缺陷在于 “能上升不能下贯 , 能侔于天而不能侔于

人 ; 其侔于天者 , 必驯至远离飘荡而不能植根于大地” , 以至于 “蹈虚而飘荡”、 “高明之道不能客观实现于历

史”⑤。如果根据通常的理解 , 把乌托邦精神的本质特征界定为一种超越现实的、 空想的、 追求完美无缺的理

想社会的思想 , 则牟氏的这番话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 , 儒家的确具有乌托邦精神的某些特征。

儒家的这种 “入世” 与 “出世”、 现实精神与乌托邦精神并存的二重性格 , 预示着它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

中扮演极其复杂的角色 , 并为它和专制君主之间的冲突与摩擦埋下了伏线。

遭遇专制制度: 儒家和君主制度的结合与冲突

众所周知 , 儒家虽然形成于先秦时期 , 但它真正深深地切入现实政治、 成为对政治具有更直接影响的

“实际政治过程中的儒家” , 则在秦汉大一统的专制帝制确立以后。

从前述儒家的 “入世” 层面上 , 必然会导致儒家与皇权的相辅相成、 相互利用关系。就儒家自身而言 ,它

既然要想实践其 “高明之道” , 必须借助于一定的 “器”、 “势” 作工具 , 这就不能不依赖于现实的政治权威。

汉代刘向和明人王夫之都道破了这一层: 前者在 《说苑· 指武》中 , 基于孔子在世时 “天下不从” 的事实 , 得

出了 “是故道非势不立 , 非势不行” 的结论 ; 后者也在 《读通鉴论》 卷 6说 , 没有君这个 “器” , “道则无所

丽以行”。 故从这一点看 , 儒家是无可选择地要与专制君主打交道的。 而对汉以后的君主来说 , 儒家也至少

有以下可 “假借利用” 之处: 第一 , 它特别重视社会秩序 、 礼乐制度的设计 , 本质上是一种建设和守成的思

想 , 而非革命与破坏的思想 , 正好适应统治者建立和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刘邦之所以对叔孙通等儒生前倨

后恭并采用了儒家的礼仪制度 , 就是因为他慢慢感觉到儒家虽然 “难与进取” , 但却 “可与守成”⑥ ; 第二 , 它

可以被用来为专制制度提供文化上的 “包装” 与 “润饰” , 比如借用儒家的语言 , 说自己是 “替天行道” , 是

“仁政” , 用朱熹的话就是 “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详后 ) , 从而使其具有存在目的神圣性与权威合法性。 如

《汉书· 循吏传》 记载说 , 武帝时 , 董仲舒、 公孙弘等人善于 “以经术 (儒术 ) 润饰吏事” , 所以深受天子的

器重。 这样 , 本来是 “私天下” 统治的君主专制 , 经过一番 “润饰” 便似乎获得了神圣的意义与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 , 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 在促成儒家与专制制度结合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反面教员作用。在

后人的眼里 , 秦的短命是大肆推行 “焚书坑儒”、 实行 “暴政” 的结果。这一事实就像是立下了一条可怕的咒

语 , 经常被陆贾、 贾谊、 董仲舒等人用来 “诅咒” 和贬斥不行儒道的行为。汉武帝 “独尊儒术” , 最终完成双

方的结合 , 在很大程度上就与秦朝灭亡的教训有关。

然而 , 一旦儒家和君主制度的结合成为现实 , 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摩擦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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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 , 从一般意义上看 , 任何乌托邦思想都会产生与现实的不同程度的错位 , 都会具有不同程度的

超越、 批判现实政治权威的性格。著名宗教哲学家保罗· 蒂里希就曾指出 , 乌托邦思想对现实 “具有本体意

义上的不满” , 因而使人类具有一种永远要求改造现实的冲动 ; 曼哈姆也将乌托邦定义为一种 “与现实不一

致” 的思想 , 并肯定它在一定意义上 “代表了人类的创新能力”。我认为 , 乌托邦思想之所以具有这种批判、

否定现实的性格 , 不仅仅根源于它在追求方面的空想性与完美无缺性 , 还在于它那种执著的自我肯定的精

神: 在骨子头 , 它坚信只有自己的理念才是至高无上、 才是绝对合理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 , 或许可以把

乌托邦思想视为 “人们对一个现实中不存在但却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之追求” , 但是对于一个秉持乌托邦

理念的人来说 , 乌托邦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它的 “真实性” , 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 “本质”⑦。这样 , 此种自命

为绝对权威的倾向就使它必然又具有一种批判、 否定现实权威的冲动。

前面已经论及 , 儒家乌托邦精神也是既具有空想性、 又自命为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 , 因而它必然也会和

现实的政治权威产生深刻的、 多方面的紧张与冲突。

首先 , 儒家思想和中国君主制度所奉行的基本理念、 基本目标取向是有很大差异的。君主专制的突出特

点和本质属性就在于它的 “私” 性 , 这一制度的很多具体层面 , 如嫡长子继承制、 宦官专政、 后宫制度等都

与此直接有关 , 而君主也往往自觉地把国事当作 “家事”: 宋太祖在评论自己的养兵制度时就说 , “吾家之事 ,

惟养兵可为百代之法” ; 那位公开篡夺其侄子皇位的明成祖 , 在强迫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时也说 , “此朕

家事”。 所以 , 吕留良说 , 秦汉以后的制度 “本心却决是一个自私自利 , 唯恐失却此家当”⑧。 受这种本质的

制约 , 君主制不可能产生出超越现实功利的目标 , 而只能以实现家天下统治、 以延续个人或家族的统治为最

高宗旨。而儒家思想却不然 , 它与君权相结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 “天下归仁”、 “天下为公” 的目标 , 故

在治国方面要坚持 “大公至正”、 “君道 , 公而己矣” 的理念⑨。 它并不满足于维持现有的君主制度 , 它更有

自己的高远理想和终极关怀 , 这样在现实中它和君主制度之间的错位与冲突就是决不可免的了。

其次 ,儒家从自己的绝对权威地位和理想政治模式出发 ,必然会对现实采取永不满足、永远批判的态度 ,

也必然会产生否定、 蔑视现实君主权威的倾向。众所周知 , 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精神就在于 , 它肯定君主在

国家事务的一切方面拥有绝对的、 不受任何法律和制度限制的权力 , 肯定君主的意志高于一切 , 在一切方面

拥有最高的发言权。故君主的 “尊儒” 绝非真的要把儒家思想奉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 而仅仅是把它当成 “治

术”、 工具。然而 , 儒家思想及其后继者则声称 , “天地之间 , 至尊者道” (宋儒周敦颐语 ) , “圣人之权” 比

“帝王之权” 要 “尊之又尊” (明人吕坤语 ) , 根本上只以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为最高权威 , 内心并不承认君

主的绝对权威。从儒家的理想来看 , 现实的政治、 现实的君主根本就不够格。程颐就断言 , 自周公以后 “百

世无善治”。 朱熹则在与陈亮讨论秦汉以来政治情况时指出 , 即使汉高祖刘邦、 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说是

“得天理之正” , 他们充其量也不过是 “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 并不无悲观地说: 孔孟之后的 1500年间 , “其间

虽或不无小康 , 而尧、 舜、 三王、 周公、 孔子所传之道 , 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清代儒者曾静更是直

言不讳地贬斥现实中的君主: “皇帝合该是吾学儒者做 , 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未变局 , 在位者多不知学 ,

尽是世路上英雄 , 甚至老奸巨滑 , 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 , 春秋时皇帝该程、 朱做 , 明季皇帝该吕留良

做 , 如今却被豪强占去了”10。足见在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 , 儒家的 “道” 是高于君主之 “势” 的 , 只有儒

家及其圣人才是绝对的权威 ,才拥有对现实一切的最高发言权 , 必须按照他们的面貌去塑造社会与国家才是

合理的。 就这一点而言 , 儒家思想与君主制度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是相当深刻的。

第三 , 既然双方所追求的目标和理念不同 , 并且都自认为是绝对权威 , 必然也就会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

发生冲突。 比如 , 专制制度肯定君主的意志高于一切 , 而儒家知识分子却常常倡导以儒家思想为 “正君之

法”、 “万世之法” 去 “格君心之非” , 要求以儒家思想去指导、 约束君主的行为 , 甚至要把儒家的经典直接当

作治国的 “律令格例”11。在实际生活中 , 儒家士大夫还经常以 “天”、 “师古”、 “法古” 的名义来突出儒家对

政治的指导地位 ,约束乃至抗拒君主的意志。就天命观来说 ,它一方面被君主利用来证明自己权威的合法性 ,

另一方面 , 又被儒家用作制约君权的工具。按照儒家的说法 , 君主受天命掌握国家统治权 , 代表天来为民谋

福利 , 即明人方孝孺所谓 “天之立君 , 所以为民”。然而皇天无语 , 天意最终要以民意为归依 , 也就是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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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章上》 所说的 “天听自我民听 , 天视自我民视”。故儒家的天命观实质在于强调民心民意 , 是与其民本思

想相联系的。在儒家看来 , 君主必须对天负责 , 受天的监督 , 用汉儒的 “谴告” 理论就是: 如果君主失德无

道 , 上天便会降灾异以示谴责警告 ,直至 “更命有德”12。而中国幅员辽阔 ,局部的自然灾害又几乎随时都有 ,

每到这种场合 , 儒家官僚士大夫便往往借机展开对政治的批评。 皇帝也常常为此下诏 “罪己” , 接受批评建

议。故就实际作用来看 , 儒家的天命神权观确实为缺乏制度约束的皇权树立了某种外在权威和制约机制。正

如已故著名学者肖公权在分析汉代天命观时所指出的那样 , 儒家大力宣扬天命神权观 , “盖图以天权限制君

权 , 藉防君主专制之流弊”13。 另外 , 儒家经常推崇 “三代盛世” 和尧、 舜、 周公、 孔、 孟等 “圣人” , 也具

有抬高古人、 贬抑和约束现实君主的深刻用意。在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僚士大夫心中 , 三代盛世以及古代圣人

寄托和代表着儒家的 “仁政” 思想 , 所以他们所谓的崇古、 师古、 法古 , 实际就是要推崇师法儒家 , 就是要

君主承认儒家的绝对权威地位。比如 , 汉代陆贾在反驳刘邦的 “马上得天下” 思想时 , 就提出要 “法先圣” 与

“行仁义”; 贾谊讽劝汉武帝效法汤、 武之治 , 也是要求 “置天下于仁义礼乐” , 而不是如 “秦王置天下于法令

刑罚”14。而承认三代盛世的绝对完美性和先王的绝对权威性 ,这就意味着现实的君主必须承认自己具有可批

评和指摘之处 , 必须在对先王的顶礼膜拜中永远知道自我收敛和自我约束。如 《旧唐书》 卷 75 《孙伏伽传》

记载 , 唐高祖李渊即位不久 , 当时还只是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便提出一份长长的奏章 , 借总结隋朝灭亡的教

训 , 讽喻李渊不要象隋后主那样 , “自谓德盛唐尧 , 功过夏禹” 便 “不师古训”、 “恣情不慎”、 “穷奢极欲以恣

其心”。又同书卷 72 《虞世南传》: 太宗时有一次彗星出现 , 虞世南于是借机提醒太宗 , 说 “愿陛下勿以功高

古人而自矜伐 , 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 云云。太宗听后不禁敛容向大臣们检讨说 , “吾才弱冠举义兵 , 年二

十四平天下 , 未三十而居大位 , 自谓三代以降 , 拨乱之主 , 莫臻于此。重以……当此之时 , 足为劲敌者皆为

我擒……颇为自矜之意以轻天下士 , 此吾之罪也。上天之变 , 良为是乎? 其秦始皇平六国 , 隋炀帝富有四海 ,

既骄且逸 , 一朝而败 , 吾亦何得自骄也! 言念于此 , 不觉惕焉震惧! ” 显然这里蕴含着这样一个 “戒律” 式的

思维: 君主如不法古、 崇古 , 就会骄傲自大 , 恣情纵欲 , 以至 “轻天下士” , 逸出儒家的约束而自取败亡。正

是基于这种思路 , 那位自以为功盖三皇五帝、 公然 “事不法古” 的秦始皇永远成了反面典型 , 时刻受到儒家

官僚士大夫的贬斥。历代崇古师古的言论真可谓有敲山震虎之妙 , 处处透出约束专制皇帝的良苦用心。许多

人有昧于此 , 将儒家的崇古概斥为 “倒退” , 不免失之浮浅武断。

又比如说 , 专制君主在骨子里是 “私天下” 的 , 并且 “富有四海” , 比任何人更有条件满足个人私欲 , 然

而我们如果仔细翻阅一下史籍就会发现 ,儒家及受儒家影响的官僚们似乎并不真正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天

下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 , “天下乃皇天之下” ,故治国要讲公道 , “用下之心为心 ,不得自专快意而已也”。皇

帝也不能放纵私欲 , 而应 “存天理 , 灭人欲”、 “正心窒欲”、 “防未萌之欲”。如果 “逞嗜奔欲” , 则是 “逆天

害人”。为此 , 皇帝自然不能耽于后宫女色 , 也不能逸游、 弋猎无度 , 要 “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 , 宴私之意

不形乎动静” ; 甚至也不能在臣下面前 “自矜”、 过分显示自己 “强辩” 的口才15。

另外 , 在理论上 , 君主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 而儒家却认为 , 合格的君主应该如孔子所说的那样 “无为而

治”、 “恭己正南面而已” , 就是说要将权力委托给大臣 , 实行 “委任守成”、 “垂拱而治”。 所以 , 历史上一旦

皇帝揽权太多或太 “有作为” , 如大兴土木、 对外用兵 (如汉武帝、 明武帝 ) , 或者亲理刑狱、 对宠臣委以要

职时 , 往往会遭到大臣的批评甚至抗议。

这样 , 如果君主完全按照儒家的要求行事 , 就实际上什么也不能作 , 等于被剥夺了在国家事务中的最高

决策权。在儒家的治国思想影响下 , 历史上有些君主确实产生了一种被 “剥夺” 感。如汉成帝欲封太后之弟

付商为侯 , 尚书郑崇以为 “坏乱制度 , 逆天心” , 坚持反对 , 付太后于是既愤怒又大惑不解地说: “何有为天

子乃反为一臣所专制邪! ” 无独有偶 , 宋真宗时大臣王钦若未经奏明 , 自作主张地提升某人官职 , 真宗得知

后也是大怒说: 王钦若敢自操爵赏之柄 , 如此 “朕须束手也”16。君主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专制者反受臣下 “专

制” 的局面 , 这就难免要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官僚士大夫发生冲突 , 历史上许多政治风潮遂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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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响: 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制约与调节机制

儒家与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这种既溶合又冲突的错综复杂关系 , 首先不能不使儒家在某种程度上被御

用化、 被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化。专制制度因儒家的 “润饰” 更具有欺骗性 , 君主更可能 “假仁借义” 行专制

之实 , 儒家思想一旦由官方规定为绝对真理 , 便容易成为扼杀新思想的桎梏 , 出现戴震所谓的 “以理杀人”

的情况。 见于论者对这一层注意较多 , 这里着重要说明的是 , 在历史上儒家与专制制度结合与冲突过程中 ,

存在着这样一种双向演变: 即君主制度的儒家化 、 人文化与儒家的制度化 , 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儒家思想的存在 ,使得专制制度能够造成某种政治生态 ,发育出一定的批评监督机制和遏制力量。

如前所论 , 儒家虽然为了行 “道” 而拥抱现实中的 “势” , 但它并没有放弃 “道” 高于 “势” 的地位 , 事实上 ,

始终存在着一个与专制皇权并存、 甚至高于专制皇权的权威系统 , 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道统” , 而

孔子的 “素王”、 “万世师表” 形象即是这个权威系统的人格象征。儒家权威系统的存在 , 毕竟在专制时代还

能够提供某些相对独立的思维空间、是非公论标准和相对稳定的舆论导向。人们至少不会因专制的高压而完

全丧失起码的判断能力 ,不至于完全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 , 还能在官僚队伍中保持相当的批评政治的风气与

传统 , 甚至还会像明儒那样 , 敢于 “堂堂正正地做人” , 像范仲淹那样 , “宁鸣而死 , 不默而生” , 敢 “与天子

争是非”17 , 始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永不满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这样 , 必定会使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维持一

定的舆论开放 , 以及相对独立的批评、 监督力量 , 从而降低了专制制度的封闭性和随意性。

儒家思想的存在 , 也使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具备了一定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因为 , 儒家的乌托邦性格以及

由此而来的批评精神 , 使它总是不满足于维护君主专制的 “私” 的格局 , 执著地追求未来的理想 , 从而给政

治体制注入了一种超越与冲动精神。过去 , 人们往往批评儒家迂腐、 不切实际 , 殊不知儒家思想中某些超越

现实的东西 ,恰恰是它在专制制度下最有活力的部分。如果儒家真的使当权者感到得心应手般地 “有用” ,那

必然是它已被彻底御用化为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完全丧失活力 ,在这样的局面下 ,很难想象几千年来中国

文化会有如此辉煌的成绩。还有的学者曾用 “阿波罗精神” 和 “浮士德精神”来区别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认

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只在维持现状 , 没有对现实的突破与超越精神 , 其实也是不恰当的。

另外 , 儒家与专制制度的结合与冲突导致了君主制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 ,造成了君主专制政体下官

僚系统的某种 “自主性” , 使得缺乏外在制度约束的专制制度有了一定的内在制约与调节机制。 诚如陈寅恪

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二千年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 ,最深最巨者 ,实在制度 、法律、公私生活方面”18 ,

伴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 , 儒家的思想确实也逐渐在 “制度化” , 凝结成为政治运行中的活动原则。

比如在宰相制度方面 , 宰相作为百官之长 , 通常由儒学修养甚高者出任 , 宋明以后 , 更主要由科举考试

取得进士者出任。宰相居官任事也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准绳 , 在君主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 , 宰相往往站在儒家

所规定的角色意识上 ,充当为民请命的代表19。在宰相制度的运行方式方面 , 也受儒家的治国理念所制约。如

唐代李华的 《中书政事堂纪》 在记述宰相机构的功能时说 , “政事堂者 ,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 , 反道于地 , 覆道

于社稷 , 无道于黎元 , 此堂得以议之”20云云 , 即是以儒家的 “道” 作为宰相施政的最高指导准则的。

至于一向颇受注意的科举制度 , 其儒家化的色彩就更为明显。它不仅体现了儒家选贤任能的 “公” 的理

念 , 其考试内容也主要来自儒家经典。这种制度既为专制君主培养人才 , 也是一个从读经到科举入仕来培养

儒家传人的制度化过程。科举制度在大约 1000年的历史中 ,它本身所体现的理性化、制度化和普遍主义精神 ,

对于克服专制制度的非理性、 随意性确实起过某种淡化和疏解作用 , 并且在今天也不失其现代意义。

最后 , 不仅官僚制度为儒家思想所塑造 , 即便是君主本人 , 也是生活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之下 ,

完成其社会化过程的。如汉唐以来就有儒臣为皇帝讲经说史的做法 ,宋明以后正式形成专为君主开设的御前

读书制 , 即所谓经筵侍讲制21。一则灌输儒家的思想与治国经验 , 弥补君主素质的不足 ; 一则借此将皇帝置

于学生的地位 , 彰显儒家的 “帝师” 地位和 “道高于势” 的理念: 如 《明史》 卷 139 《钱唐传》 载 , 钱氏奉

·76·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6年第 5期



诏讲经 , 立而不跪 , 有人批评他不懂君臣之礼 , 钱正色回答说 , “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 , 不跪不为倨! ”

总之 ,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 必然会使君主制度下各层面形成一定的自主性和制度化因素 , 使君主专制

具有了某种内在调节与制约机制 , 从而相对降低了它的随意性和非理性成分22。

结束语

儒家的双重的性格使它与君主专制制度既结合又冲突 , 既 “内在于” 现实政治又超越于现实政治。这种

复杂的关系 ,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运行机制、 演变方式和历史作用的复杂性。从制度的

规定上看 , 君主专制确有不断强化之势 , 如相权日益衰微 , 至明代竟至于取消宰相 , 似乎现实离儒家的理想

越来越远 ; 而从君主制度的实际运行上看 , 君权确实又无时不在经受着儒家持续的、 制度层面与非制度层面

的制约。 这种 “软约束” 使专制政治又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与活力 , 而皇权则往往流于象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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